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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下岗工人的边缘与失语——论双雪涛与王兵作品中

的结构性沉默
杨逸凡

苏州大学文学院22级汉语言文学（基地班），江苏苏州，215000；

摘要：本文通过双雪涛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与王兵纪录片《铁西区》的互文性分析，聚焦东北下岗潮背景下

工人群体的异化命运与失语困境。本文以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中李守廉的异化轨迹为中心，辅以纪录片《铁

西区》中的影像材料，揭示东北下岗工人尊严在结构性暴力中逐渐被剥夺的过程。虚构叙事与纪实记录在这两

部作品中形成深刻对照，共同构建起关于“失声者”的叙事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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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构崩塌下的空间——从铁西余晖到艳粉街

现实

东北曾是中国工业化的先驱，自 20世纪 90年代起

却逐步式微。经历从“共和国长子”的荣耀到“下岗潮”

的剧痛，这片曾挺起共和国工业脊梁的土地，承载了太

多细碎的苦难。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与王兵的纪

录片《铁西区》分别通过虚构与纪实，以各自的方式勾

勒出时代崩塌的残骸：工厂的停摆、家庭的搬迁、身份

的丢失，以及在此结构性坍塌中个体所经历的物质与精

神危机。

沈阳铁西区，在这个曾被国家大力支持的重工业基

地中，工人不仅是劳动者，更被塑造为“英雄阶级”，

享有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保障，几代人在这里燃烧

着数十年不熄的工厂之火。然而，这套体制终究难以抵

挡时代变迁的冲击。自 1995 年前后起，大批国企连年

亏损，开始“减员增效”、改制私有化，“下海”和“下

岗”成为两条泾渭分明的命运路线：一批果敢者如庄德

增，带着烟标南下经商，另一些人如李守廉——则在沉

默中等待命运将他们边缘化
[1]
。

双雪涛深知这场崩塌的核心在于体制空间的灭亡。

他并未刻意渲染工厂倒闭的剧烈场景，而是用一种“失

效而未亡”的日常叙事方式来描写正越滚越大的时代崩

溃的雪球。小说中李斐回忆：“父亲依然按时上班，但

是有时候回来，没有换新的工作服，他没出汗，一天没

活.”
[2]
这是“沉默的崩塌”的呈现：没有喧哗，没有抗

争，一切如浮冰消融，悄然终结。

在《铁西区》中，这种“沉默的崩塌”则被转化为

极具视觉张力的长镜头：冶炼厂炉火微弱，工人抽着烟

投料，沉默不语，像是旧时代的雕像在缓慢剥落、碎裂。

片中一位老工人望着即将关停的厂房苦笑说：“这辈子

就是在这过来的。”话未说尽，但之后却是长久的沉默。

这位老工人的沉默与未竟之语，象征了无数人被压抑的

情感与表达的无奈，反映了个体在历史转型中的失语困

境。

小说与纪录片共同呈现了东北在经济结构调整过

程中的深刻变迁，那些曾被赋予历史使命的工人形象，

在叙事中悄然退场，其身份与话语都被重新书写，昔日

的辉煌逐渐沉入新的语境之中。

同时，小说中通过对炕塌的描写暗示了家庭空间的

同步瓦解：“第一天搬进去，炕是凉的……塌了一个

洞……我脸摔破了。”
[2]
原本温暖的“炕”象征家庭的

稳定，如今却冷寂、塌陷，从曾经整洁的职工楼搬入狭

窄的棚户，原本安康稳定的家庭跌落至贫困边缘。与之

互文的是《铁西区》中拍摄的艳粉街：纪录片镜头带我

们穿过低矮的砖瓦房、拆了一半的墙体、电线散乱、孩

子在泥地里奔跑，笑声夹杂着远处大喇叭催促搬迁的广

播声。王兵以一种极致冷峻的方式“看着”他们，不评

判、不干预，只让影像本身传递出生活的压抑与真实。

双雪涛在《纪实与虚构：文学中的“东北”》中曾

提出：“对我来说，东北一方面是我内在的部分；另一

方面现在它也是我的一个他者，我是努力地保持距离看

待它。”
[3]
在双雪涛的叙述中，艳粉街既是“故乡的隐

痛”，又是时代转型中“异化状态”的隐喻。从体制的

“乌托邦”到艳粉街的破落庇护所，个体被迫从宏大叙

事中彻底出走。

2 李 守 廉 ： 从 “ 好 工 人 ” 到 “ 嫌 疑

犯”——“被误解”的结构性跌落

《平原上的摩西》中李守廉这一人物，可谓是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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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这场风暴中最具代表性的牺牲者。随着下岗潮到来，

他的生活逐渐被撕裂，他被时代误判、被社会误解，最

终成为冤案的“潜在嫌疑人”。这一人物的跌落，不是

道德沦丧的结果，而是结构性暴力深植日常生活，冷峻

而无声地完成的异化过程。

这里的“结构性暴力”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显性压迫，

而是如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所界定的那种

“嵌入社会结构中的系统性压迫”，它通过制度安排、

资源剥夺、文化否认等方式，使某些群体在看似和平与

合法的框架下长期处于劣势地位。在李守廉的故事中，

正是这一类不显性的社会性暴力，导致了他从“模范工

人”滑向社会边缘。他的尊严被逐步抽空，甚至连解释

自身遭遇的权力也被剥夺。在这种压迫机制中，个体的

不幸并非偶然，而是结构运作下的必然结果。

在小说前面的描写中，李守廉带有一种“准英雄”

的工人原型气质——正直勤恳、乐于助人。他“无私地

把手艺教给两个徒弟”，会在广场见女摊主被欺负时挺

身而出。他也会为女儿织毛衣，在寒夜中带着她去“看

病”。他的形象既不宏大，也不边缘，而是日常生活中

的“好父亲”“好人”。王德威称这类人物为“被侮辱

与被损害者中的幸存者”，他们沉默，却有着不肯为生

活磨灭的尊严。

然而，这份坚持并未改变他命运的下滑，他的困境

在丢失工人身份的那一刻就已注定。他的生活逐渐被现

实挤压至极限，他努力维持“做一个正派人的姿态”，

却只能愈发沉默、孤立，最终带着女儿走进了社会的阴

影。这一形象的异化并非个人过失，而是“结构性贫困

与制度性排斥”共同作用的命运结果。他没有犯错，却

被认定为有错；没有仇恨社会，却被视作潜在的威胁。

李守廉不仅是小说中的“被误会的人”，更是现实中无

数下岗工人身份异化的写照。

在 1995 年平安夜的“误判事件”中，李守廉带着

腹痛的李斐乘车，恰巧上了由便衣警察蒋不凡驾驶的车。

因穿着破旧、目的地敏感、神情沉默，他被误判为嫌疑

人。“男的皮夹克是黑的，有很多裂缝，软得像一块破

布”，这句描述道出了李守廉“外貌的异化”，也是其

被“他者化”的第一步，蒋不凡将他的贫困、沉默简化

为“危险”“可疑”的表象符号。下车后他曾多次试图

向蒋不凡辩解，可蒋不凡已打心底里认定他就是犯罪嫌

疑人，剥夺了他解释的权利——他的“被动”不是性格

懦弱，而是制度性失语的必然结果。

正如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

y Spivak）指出，“失语者”并非没有声音，而是在 h

egemonic（霸权）的话语体系中，他们的语言被系统性

地屏蔽、误读或替代。他们的表达无法进入主流的理解

机制，无法构成“有效的语言”，最终沦为“沉默”。

在这个意义上，李守廉的沉默并非出于个人意愿，而是

权力机制对其发言权的压抑所致，是一种“他者化”的

结果——他不被允许以“主体”的身份进入对话，仅被

看作一个需要“处理”的客体。小说中进一步强化了这

一失语处境：李守廉始终没有获得属于自己的第一人称

叙述权，他的故事总是经由他人的回忆与想象拼贴而成。

这种结构并非作者的忽略，恰恰揭示了他被剥夺“自我

表述”的现实。正如黄平指出：“每个人都只能通过他

的视角，及其视角所联系的社会结构性的位置，来理解

眼前的时代，理解他人。”

在此意义上，他沉默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因为

没有人再愿意听他说。他被剥夺了语言，也被剥夺了被

理解的渠道。他的愤怒被误解为暴力，他的辩解变成威

胁，但即使在极端困境中，他仍未滑向暴力的深渊，靠

拉出租维生，以克制之姿守护女儿，以沉默抵抗命运。

他的愤怒，是尊严无法被承认时的反应；而城管之死，

则是他在失语处境中试图维护正义的绝望挣扎。《铁西

区》中也展现了类似的“失语尊严”：一位老工人面对

着镜头抽烟，烟头燃尽，他始终未发一言——这正是“失

语的尊严”：不是消极的缄默，而是一种深层的拒绝：

不是不愿开口，而是知道“说也无用”。在这样的语境

中，李守廉即使大声疾呼，也无济于事。他不是社会的

敌人，而是被社会拒绝理解、剥夺言说权利的“他者”。

正因如此，《平原上的摩西》没有为他安排翻案的

转折，而是以更克制的方式致敬：小说最后，李守廉依

然沉默，真相却在女儿的回忆中得以“重现”；而《铁

西区》的镜头，也从不替他们发声，而是耐心记录他们

的沉默。这种沉默，正是最大的控诉。那种无声的存在

感，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结构性的压迫剥夺了发声的

空间。

3 虚构与纪实之间：何以书写“说不出”的现

实

面对同一片土地上的社会断裂，《平原上的摩西》

与《铁西区》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一个是经过

艺术加工的虚构叙事，一个是长镜头无干预的纪实影像。

这种文学与影像的对照，在本质上构成了对“边缘人如

何被记录”的追问。

文化记忆理论学者阿斯曼夫妇（Jan & Aleida

Assmann）认为，记忆不仅存在于私人经验之中，它还

依托文学、影像等“记忆媒介”得以外化、储存与传播。

这些媒介使本被排除于叙事之外的边缘记忆重获可见

性，形成所谓“存储记忆”（storage memory），并进

入集体身份的构建过程。在这一意义上，《平原上的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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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与《铁西区》更构成了对下岗工人群体性记忆的修

复与文化见证。两者作为记忆承载体，在形式风格和伦

理立场上的差异，不仅体现出不同媒介对沉默历史的表

达方式，也呈现出边缘个体借由文学与影像重新进入社

会记忆视野的过程。

在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中，双雪涛采取了多视角

叙述策略，构建出一种“碎片拼贴式”的结构美学。这

种叙述策略不是追求线性再现历史真相，而是呈现历史

在不同个体经验中的断裂状态。读者不得不通过庄树、

李斐、傅东心、庄德增等人的叙述，不断重建李守廉的

轮廓，这种“不断接近却永不完整”的过程，正是对下

岗时代“真实而不可复原性”的表达。

相较之下，《铁西区》的结构更加激进：王兵几乎

取消了配音与剪辑解释，只保留长镜头拍摄下的“原生

态语境”。无论是工人烧锅炉还是父子拾荒的场景，他

都用一种极端克制的影像态度，将情感交还给观者。这

种“非故事性”的结构，是对纪录片伦理的坚守，也是

一种选择——王兵拒绝为工人申诉，而是让他们用“沉

默”本身完成叙事。

尽管手法迥异，《平原上的摩西》与《铁西区》都

表现出高度一致的伦理倾向：它们都拒绝对“边缘人”

进行浪漫化抚慰或残酷化渲染，而是通过平静、甚至冷

峻的描绘，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于叙事空间中。

这是一种对“非主流生命”的尊重。

双雪涛和王兵都明白，在宏大叙事退潮后，那些在

现实中被污名化、失声化、工具化的人，其命运往往不

具备“可叙性”。他们没有光鲜的身份，甚至语言本身

也无法精确传达苦难。这时候，文学和影像便承担起叙

述他们命运的使命。李守廉，就是这样一个被叙述的主

体。在小说中，他未说出自己的故事，但他的沉默拼合

出了一个时代的集体困境；而在纪录片中则不需要借助

虚构来完成意义的建构，镜头中工人们的存在即事实，

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历史转型中最沉重的“事实陈述”。

最终，文学与影像作品所构筑的不仅是叙述方式上

的分野，更是对“谁能说”的伦理发问。《平原上的摩

西》虽然以警察、知识分子、商人等“拥有话语权”的

角色视角叙述李守廉，但作品并未因此消解对边缘人的

同情，相反，这种“间接叙述”更凸显了他们失语的深

度。小说的力量，不在于李守廉是否申冤成功，而在于

它让读者体会到——我们正在阅读一个“没有自己声音”

的人的故事。而《铁西区》的力量，则在于它强迫观众

面对这一现象本身。它不提供解释，而是通过沉默而无

言的脸庞，逼使我们承认：这些人不需要我们理解，只

需要我们记住。李守廉并不是王兵镜头中的“某一人”，

而是他们全体的化身。他身上寄寓了被遗落的人群的共

同命运，他的沉默即他们的沉默，而他的悲剧也正是那

一代人整体被忽视、被简化、被遗忘的社会性缩影。

4 结语

双雪涛没有为李守廉写下翻案的高潮，而是用一次

又一次的沉默，为他刻写人性的轮廓，他只是像那个时

代的千万人一样，悄无声息地退场，只留下无人记录的

背影。而王兵也没有让镜头介入太多，只是让他们沉默

着。在这条由沉默锻成的路中，蒸汽已冷，铁轨弯曲，

尘埃替代了时间的流动，走在其中的李守廉不再只是小

说中的一个人物，而是一个时代的隐喻，更象征了那段

被遗忘、被压低、被误解的集体命运。

《平原上的摩西》与《铁西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

呈现时代的失落感，更在于揭示一种文学与影像共同承

担的社会记忆功能。双雪涛通过人物“失语”策略与片

段式叙事，将李守廉塑造为结构性暴力下的“非言说主

体”；王兵则用无声长镜头捕捉工人生活的空白与静止，

让观者直面真实的历史沉默。两者共同指向文学与影像

的共同价值——为这些“被遗忘的人”提供一处记录与

再现的空间。李守廉的形象由此超越了文本中的个体叙

事，他代表了整个 90 年代下岗潮的边缘群体。他的沉

默，不仅是一种被迫的无言，更是一种深刻的质问——

时代踏步向前，而失语者如何证明他们曾存在的证据？

这种质问赋予文本以独特的批判性，使《平原上的摩西》

不再是个人悲剧的叙述，而成为对集体失落、社会转型

的深层追索。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虚构叙事与纪实记录的使命

不仅是讲述故事，更是保存那些“无言者”的存在，使

他们不至于彻底消失在历史叙事的边缘。在杰弗里·亚

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的文化创伤理论中，

创伤并不只是一种个体经验，而是一种需要社会性“讲

述”才能被认知和治愈的群体记忆。双雪涛与王兵的作

品中对边缘群体的再现，已不仅是审美选择，更是对这

种沉默创伤的文化见证与叙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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